基于PVAR模型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关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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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的多样性及其在人力资本、创新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科技创新的天然实验室，科技创新以其成果转化和产品应用使城镇化向持续、健康、智慧的方向发展，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基于200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PVAR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间的关联性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且近期的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为正，较远期的科技创新会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产生反向效果；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远期影响为正，中期影响效应变为负，近期又会由负转正。即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具有时滞性，前期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为负，随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强于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两者的互动关系存在较强的区域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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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ed on Panal-V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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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cities and its advantages in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network make it a natural laborator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roducts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sustainable, healthy and intelligent. There is a stro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05 to 2014, this paper uses the PVAR model to estim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rec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new urbanization is positive, the longer-ter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have a reverse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has positive impact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longer-term impact is positive, the medium-term impact becomes negative and the recent impact will turn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a time lag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The effec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stronger than the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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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十八大提出的中国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最大潜在内需。新型城镇化的“新”就体现在它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包容发展的原则[
]，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途径，以实现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和集约为核心目标[
]，形成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发展格局。建设新型城镇化需要构建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只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才能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科技创新有利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镇经济绿色化发展，有利于驱动产业布局优化，促进城镇空间、能源和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有利于驱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推进城镇智慧化发展 [
]。因此，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动态关联关系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目前有很多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综合研究城镇化、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或全要素生产率）三者的关系。程开明（200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城镇化通过创新驱动的中介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
]，魏下海、王岳龙（2010）研究发现，城镇化和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城镇化通过创新的中介效应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魏后凯（2011）的研究证实技术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不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且有助于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此部分文献多将城镇化的技术创新驱动效应作为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来研究，较少对城镇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机理进行探讨。
二是是直接探讨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一是城镇化对科技创新影响的研究：很多研究已基本证实城镇化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且是一国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Jacbos（1969）认为城市中竞争性市场的存在及其架构有助于科技创新知识的积累和扩散[
]；仇怡（2013）采用实证方法对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
]。二是科技创新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Grossman（1994）认为内生技术的创新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并促进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王济武（2013）认为突破城镇化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
]，甄晓非（2013）分析了科技创新对新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提出通过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人才培养来推进新农村城镇化[
]，袁博等（201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较低的正向带动作用，较高的研发经费投入会带来大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及更多的专利，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三是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程开明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与技术创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城市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强，技术创新对城市化的影响较弱[
]。田逸飘等（201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但相互影响效应存在滞后性[
]。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是关于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重点在于强调“城镇化”，即对于城镇化的测度简单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则有所欠缺。与传统城镇化模式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城镇发展的社会性、区域性及协调性 [
]，更多的强调城镇的绿色、智慧发展，能源资源集约利用和内涵提升，而这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因此，与传统的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研究相比，对于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关系的研究将更具现实意义，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深度融合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较为重视定性分析，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均为全国数据或省际数据，而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是城市，采用城市数据对问题进行探讨将会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涵盖了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的试验区和全面创新改革的试验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面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优化长江中游城镇和产业布局，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城市互动合作，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在充分阐述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关联关系的前提下，采用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①数据，使用PVAR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动态关联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所包含的三个次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样本进行估计，比较其影响效应的内部差异性。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1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田逸飘[14]关于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关系的模型，使用经济效率模型和产出增长率模型作为原型，采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urb）来表示人均产出，科技创新（tec）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表示经济效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互动的方程，同时为了避免异方差，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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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t代表时间，i代表城市，[image: image4.png]it



表示随机误差。
为了进一步验证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联，本文采用PVAR（即Panal-VAR）模型进行估计，对应每个城市i，标准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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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为包含两个内生变量的列变量，分别是新型城镇化（[image: image8.png]Inurb



）和科技创新（[image: image10.png]In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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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截距项，[image: image14.png]


表示滞后第j阶的估计矩阵，[image: image16.png]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image: image18.png]Ve



表示时间效应，[image: image20.png]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科技创新是将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发明应用到生产体系中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市场应用的复杂协同体系，三者彼此依赖、共同作用[
]，为了全面反映科技创新的水平，本文从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两个准则来构建评价指标，在科技投入中，采用财政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两个指标，财政科技支出是指财政科技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反映科技投入的一个重要指标；教育支出也是衡量科技投入的一项重要指标，孙钰，李泽涛，马瑞等（2008）在评价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中加入了教育支出这项指标[
]，李恒，杜德斌，肖刚等（2015）系统论述了教育投入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关系[
]，本文采用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教育支出。科技产出中，借鉴巴吾尔江（2012）和田逸飘（2016）的指标[
]，采用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两项指标。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包容发展的原则[1]，以民生和可持续发展为内涵，关键是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发展格局。因此本文从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建设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三个准则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变量进行评价，以避免评价结果的主观随意性。评价指标体系与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表 1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
	指标层权重
	指标说明

	科技创新水平（tec）
	科技投入
	0.324 
	财政科技支出
	0.585
	财政科技支出/财政总支出

	
	
	
	教育支出
	0.415
	教育支出/财政总支出

	
	科技产出
	0.676 
	专利申请
	0.498
	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常住人口

	
	
	
	专利授权
	0.502
	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常住人口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urb)
	产业发展
	0.287 
	人均GDP
	0.493
	GDP/常住人口

	
	
	
	第二产业发展
	0.144
	第二产业产值/GDP

	
	
	
	第三产业发展
	0.363
	第三产业产值/GDP

	
	城镇建设
	0.336 
	城镇化率
	0.277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人口密度
	0.239
	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0.30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常住人口

	
	
	
	城镇人口公共汽车拥有量
	0.185
	每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

	
	居民生活
	0.377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66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0.33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涉及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及各市的统计年鉴和年度统计公报。
2 实证分析
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步骤主要包括样本平稳性检验，GMM估计，脉冲响应方程和方差分解，本文采用Stata 12.0软件进行估计。
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在PVAR模型估计之前，必须先确认各城市变量的平稳性。数据不平稳会导致虚假回归或伪回归的出现，也会影响后续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部分的平稳性，因此需要对各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原序列不平稳则需要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本文采用LLC检验，IPS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检验，如图表2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发现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这表明urb, tec序列是同阶的单整序列，可以建立PVAR模型。
表2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LLC检验
	IPS检验
	结论

	ln_urb
	-1.1918
	-
	不平稳

	ln_tec
	-2.7672
	-
	不平稳

	D.ln_urb
	   -5.9543***
	0.7352**
	平稳

	D.ln_tec
	   -9.0044***
	 0.4535***
	平稳


2.2 PVAR模型估计
PVAR估计模型的第一步是选取滞后期数，表3显示了依据AIC、BIC及HQIC准则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样本和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三个次城市群样本进行判别的结果。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最佳滞后阶数为四阶，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最佳滞后阶数为三阶。
表3  PVAR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
	武汉城市圈
	长株潭城市群
	环鄱阳湖城市群

	lag
	AIC
	BIC
	HQIC
	AIC
	BIC
	HQIC
	AIC
	BIC
	HQIC
	AIC
	BIC
	HQIC

	1
	1.89
	2.80
	2.25
	2.24
	2.95
	2.52
	2.23
	2.94
	2.51
	2.33
	3.05
	2.62

	2
	1.55
	2.62
	1.98
	0.98
	1.88
	1.34
	1.59
	2.49
	1.95
	3.00
	3.90
	3.35

	3
	1.30
	2.57
	1.82
	1.16
	2.27
	1.59
	2.07
	3.18
	2.50
	1.65*
	2.76*
	2.08*

	4
	0.93*
	2.44*
	1.54*
	0.28*
	1.66*
	0.81*
	0.88*
	2.26*
	1.41*
	1.98
	3.35
	2.50

	5
	1.03
	2.88
	1.78
	0.99
	2.68
	1.61
	1.56
	3.25
	2.17
	2.09
	3.77
	2.70


在此基础上，借鉴I.love[
]的PVAR程序进行矩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样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需要时间的检验，其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科技创新效应的积累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且科技创新受前期的影响程度较大；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正的互动关系。
具体来讲，当以新型城镇化为依赖变量时，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从滞后四期到滞后二期经历了从负到正的过程，说明科技创新的发展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且越近期的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就越大，而较远期的科技创新会对新型城镇化产生反向效果；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则需要时间的检验，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当以科技创新为依赖变量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助于科技创新，初始阶段影响为正可能是因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量投资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发展，但中期影响效应变为负可能是由于新型城镇化的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科技创新的发展空间，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以及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经历由负转正的过程；科技创新效应的积累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且科技创新受前期的影响程度较大。
表4  PVAR矩估计结果
	
	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
	武汉城市圈
	长株潭城市群
	环鄱阳湖城市群

	
	h_lnurb
	h_lntec
	h_lnurb
	h_lntec
	h_lnurb
	h_lntec
	h_lnurb
	h_lntec

	L1.h_lnurb
	0.712***
	0.344
	0.808***
	0.391
	1.069***
	0.241
	0.049
	1.703***

	
	(5.16 )
	(1.53 )
	(5.27 )
	(1.34 )
	(2.45 )
	(0.85 )
	(0.15 )
	(2.08 )

	L1.h_lntec
	0.015
	0.438***
	0.064
	0.315***
	-0.124
	0.180
	-0.055
	0.249

	
	(0.50 )
	(5.01 )
	(1.50 )
	(3.55 )
	(-0.60 )
	(0.22 )
	(-0.57 )
	(1.00 )

	L2.h_lnurb
	-0.315***
	0.316*
	-0.460***
	-0.480
	-0.436*
	0.124
	-0.188
	0.977*

	
	(-2.59 )
	(1.93 )
	(-3.03 )
	(-1.41 )
	(-1.67 )
	(0.94 )
	(-0.77 )
	(1.79 )

	L2.h_lntec
	0.083***
	-0.048
	0.046
	-0.210***
	-0.041
	-0.147
	0.087
	0.254

	
	(3.24 )
	(-0.78 )
	(1.11 )
	(-2.32 )
	(-0.62 )
	(-1.11 )
	(1.34 )
	(1.64 )

	L3.h_lnurb
	0.085
	-0.338***
	0.156
	0.386
	0.439
	0.342
	0.016
	0.208

	
	(1.19 )
	(-2.43 )
	(0.94 )
	(1.21 )
	(1.09 )
	(0.84 )
	(0.07 )
	(0.37 )

	L3.h_lntec
	0.048
	0.235***
	0.109*
	0.318***
	0.077
	0.147
	-0.055
	0.099

	
	(1.27 )
	(2.73 )
	(1.93 )
	(2.82 )
	(0.22 )
	(0.67 )
	(-1.16 )
	(0.63 )

	L4.h_lnurb
	0.055
	0.305*
	-0.032
	0.072
	-0.015
	-0.234
	
	

	
	(0.88 )
	(1.67 )
	(-0.34 )
	(0.37 )
	(0.57 )
	(-0.64 )
	
	

	L4.h_lntec
	-0.114***
	0.001
	0.004
	0.253***
	-0.389*
	0.001
	
	

	
	(-3.37 )
	(0.01 )
	(0.07 )
	(2.38 )
	(-1.65 )
	(-0.12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
从三个次城市群样本来看，当以新型城镇化为依赖变量时，武汉城市圈的科技创新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长株潭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相关性不够显著，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当以科技创新为依赖变量时，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而环鄱阳湖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科技创新的发展。这可能与三个次城市群的优势产业和战略定位相关，武汉城市圈的优势产业集中在机电、纺织、食品、建材等领域，长株潭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集中在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印刷业、化学原料、医药制造业等领域，所以其科技创新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与新型城镇化相关性较小的工业领域，而当科技创新的投入抢占新型城镇化的投入时，就会阻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而环鄱阳湖城市群作为生态示范区，其定位主要在于打造绿色生态、宗教文化以及红色旅游经济圈，其科技创新可能会与新型城镇化所关注的领域更为相关，因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对于科技创新的发展影响效应更大。
2.3脉冲响应分析
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给出了系统内各变量间直接的关系，但动态的变化关系还需要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进行考察。本文采用蒙特卡罗500次模拟来定义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差，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及三个次城市群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1-4所示。图中横坐标为冲击作用的响应期数，本文设定为12期，纵坐标为变量的影响程度，中间的曲线代表脉冲响应函数，两侧的曲线则分别代表95%和5%分位点的估计值。
由图1-4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冲击反应在不同的城市群之间的差异较大，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冲击反应在当期效果均不明显， 武汉城市圈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效果类似，均在第三期效果达到最高，之后效果逐渐减弱，但影响始终为正，环鄱阳湖城市群在第二期效果达到最高，之后影响减弱，而长株潭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冲击反应效果近似于零。除长株潭城市群外，各城市群的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冲击反应均在当期达到最高，且影响为正，之后效果逐渐减弱，单个城市群的冲击反应轨迹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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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江中游城市群脉冲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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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武汉城市圈脉冲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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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长株潭城市群脉冲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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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环鄱阳湖城市群脉冲响应结果
2.4 方差分解
得到变量之间的短期相互影响之后，为了更清楚地度量和描述变量间的长期相互影响的程度，本文进一步采用了PVAR的方差分解来进行说明，通过方差分解能够获得不同方程的冲击反应对各个变量得波动的方差贡献率的构成，具体结果见表6。
由表5可知，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样本中，新型城镇化主要是靠其自身的发展，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十分微弱，且这种影响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较大的改变；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科技创新的发展，但是影响程度较为有限。在武汉城市圈样本中，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依赖于自身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效果会越来越强；而科技创新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发展。在长株潭城市群样本中，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依赖于自身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效果会越来越强；而与以上两个区域不同的是，长株潭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水平同时依赖其自身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且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发展的影响程度强于其科技创新水平对其自身的影响程度，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程度呈逐渐加强的态势。在环鄱阳湖城市群样本中，新型城镇化主要是靠其自身的发展来影响，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十分微弱，且这种影响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较大的改变；与长株潭城市群相似的，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科技创新的水平同时依赖于其自身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但不同之处在于，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发展的影响程度弱于其科技创新水平对其自身的影响程度，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程度没有太大的改变。
表5  方差分解结果
	
	
	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
	武汉城市圈
	长株潭城市群
	环鄱阳湖城市群

	
	期数
	h_lnurb
	h_lntec
	h_lnurb
	h_lntec
	h_lnurb
	h_lntec
	h_lnurb
	h_lntec

	h_lnurb
	5
	0.9256
	0.0744
	0.8303
	0.1697
	0.9655
	0.0345
	0.9498
	0.0502

	h_lntec
	5
	0.1215
	0.8785
	0.0649
	0.9351
	0.5037
	0.4963
	0.3954
	0.6046

	h_lnurb
	10
	0.9207
	0.0793
	0.7604
	0.2396
	0.8772
	0.1228
	0.9493
	0.0507

	h_lntec
	10
	0.1920
	0.8080
	0.0932
	0.9068
	0.6023
	0.3977
	0.4043
	0.5957

	h_lnurb
	15
	0.9205
	0.0795
	0.7222
	0.2778
	0.8584
	0.1416
	0.9493
	0.0507

	h_lntec
	10
	0.2010
	0.7990
	0.0978
	0.9022
	0.5904
	0.4096
	0.4043
	0.5957

	h_lnurb
	20
	0.9205
	0.0795
	0.7023
	0.2977
	0.8596
	0.1404
	0.9493
	0.0507

	h_lntec
	20
	0.2017
	0.7983
	0.1009
	0.8991
	0.5923
	0.4077
	0.4043
	0.5957

	h_lnurb
	25
	0.9205
	0.0795
	0.6921
	0.3079
	0.8586
	0.1414
	0.9493
	0.0507

	h_lntec
	25
	0.2017
	0.7983
	0.1027
	0.8973
	0.5936
	0.4064
	0.4043
	0.5957

	h_lnurb
	30
	0.9205
	0.0795
	0.6863
	0.3137
	0.8582
	0.1418
	0.9493
	0.0507

	h_lntec
	30
	0.2017
	0.7983
	0.1035
	0.8965
	0.5933
	0.4067
	0.4043
	0.5957


3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PVAR估计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其所包含的三个次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试图在探索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动态关联的基础上研究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GMM估计结果来看，科技创新的发展有助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科技创新的发展，即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动态关联具有时滞性，前期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为负，随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影响会由负转正，这可能与两者之间前期资源配置不合理，而随着发展的深入，市场配置最终会使两者转变为协调发展相关。这一结果在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圈较为显著，而在长株潭城市群不显著。第二，从脉冲响应结果来看，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冲击反应在第三期效果达到最高，影响为正，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冲击反应在当期达到最高，且影响为正。即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正向的动态关联关系，但是两者各自的影响效果和时滞性存在区别。这一结果在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圈较为显著，而在长株潭城市群不显著。第三，从方差分解结果来看，新型城镇化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发展，这一现象在环鄱阳湖城市圈中最为明显；而科技创新水平会受到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这一现象在武汉城市圈区域内较为明显，且伴随时间的推移，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程度呈逐渐加强的态势。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的发展实践，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影响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长期性和滞后性，城市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天然优势，会使其成为科技创新和知识溢出的重要场所，基于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应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型新型城镇化道路，增强城镇的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镇，为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各城市应该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对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的要素投入进行合理配置，优化二者的资金投入比例，使效率最大化。
注：

①长江中游城市群涵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三个次城市群，包括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孝感、咸宁、襄阳、宜昌、荆州、荆门、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株洲、湘潭、衡阳、娄底、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新余、抚州、宜春、萍乡、吉安28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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